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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性小农与现代农业新技术的衔接 

——基于广西平原地区农技推广服务的考察 

冯川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缺乏良好社会组织机制的普通农业型地区，“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可锁定为“现代农业

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社会性小农”的本质特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

为时间”。由于“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农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

或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严重梗阻，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之间出现适配

困境。故此，农技推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寻求突围。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小农家庭发展观中

的契机，以及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生

产的有效衔接预备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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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small-scale peasant and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in Guangxi Plain 

FENG Chu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common agricultural areas without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the question of "how to link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small-scale peasants" can be locked in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link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with small-scale peasan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small-scale peasant" is "to locate and determine 
one's own behavior and time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s". Due to the structure adopted by "sociality" for agraria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vided by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encountered serious obstruction, so the adaptation dilemma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and 
"social small-scale peasant" appeared. Therefor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s can only bypass the 
"socia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s to seek break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cadres, the opportunity i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mall-scale farmers' families, and the desire of marginal producers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guidance are all outside the production logic of "social small-scale farmers", providing space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new technology and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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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农业的发展，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稳步提升。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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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围绕如何提升小农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完善小农扶持政策

等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1]。 
现代农业拥有丰富的内涵，其特征一般可以归

结为工业化、科技化、产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20世纪 50年代，中国就开始提出了“农业现代化”
的口号，与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

代化合称“四个现代化”。经过农业集体化运动和

人民公社对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造，当时的农业电气

化和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在农业组织

化的前提下得到了较好展开。而在 80 年代人民公
社解体之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复归小农家庭，大

大弱化了农业组织化程度。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

的农村又陆续出现突破小农家庭、重新实行农业生

产组织化的情况，一些研究纷纷指出，小农与现代

农业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健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与小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家庭经营

与合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

的共同发展[2-4]。 
学界对现代农业的关注多聚焦于具体的农业

生产组织方式和农业经营规模，很少有学者思考，

就经济发展并不突出的普通农业型村庄① [5-6]而言，

现代农业对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在数量

上仍然占多数的普通农业型村庄，80年代以后就基
本不再存在超越小农家庭的经营主体，也不存在与

企业资本进行联合的区位条件，因此小农家庭经营

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对于生活在普通农业型村庄的

村民而言，在顶层设计者眼中原本内涵丰富的现代

农业往往被简化并等同于“现代农业新技术”。而

在普通农业型村庄占压倒性多数的乡镇，现代农业

发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服

务，面向一群并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小农的推广服

务。由此，“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这一问题

则被具体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 
现代农业新技术要能顺利落地，少不了基层农

技推广和供给服务的基本队伍，他们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伴随着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的建设和完善，基层农技人员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

升，已有研究多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过程和

农技推广队伍的人才建设[6-12]，而未触及现代农业

新技术与小农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就普通农业

型村庄而言，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的衔接问题，

关键不在于农技推广服务队伍的建设本身，而在于

在充分理解小农固有的生产行为方式及其特点的

基础上思索农技推广和服务究竟应如何与小农社

会和农民的生产需求进行对接，以及农技推广和服

务的担当者应如何与小农进行互动。 
基于此，本文拟先分析普通农业型村庄小农固

有的生产行为方式，探讨其“社会性”；在此基础

之上，以广西平原地区 W 镇的普通农业型村庄为

例，考察目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农技推广服务与小

农固有的生产行为方式的衔接；并以经验调查为依

据，为现代农业新技术有效衔接“社会性小农”提

供可行方案。 

二、“社会性”：普通农业型村庄小农固

有的生产行为特征 

在当下中国，小农生产作为农村家庭兼业生计

模式的重要一环，担负着村庄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

的功能，保障着城市化进程的有序展开。对于普通

农业型农村而言，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最大意义

就在于回应小农生产的真实需求。现代农业新技术

推广服务将小农生产作为瞄准目标，而若不能准确

把握小农的生产特点和行为逻辑，必然会出现服务

偏移。 
在小农生产行为研究方面，既有的研究大致有

三个重要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阶级小农”

论、实体主义学派的“生存小农”论和形式主义学

派的“理性小农”论。在“阶级小农”视角下，小

农是一个生活条件相同、生产互相隔离却人数最多

的一个阶级。小农这个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

方式落后、阶级意识薄弱。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

上进行生产，缺乏社会分工和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应

用，生产资料多来自与自然的交换而非社会交往，

保守倾向明显的农民就像一个个分散的马铃薯，并

不会以自己的名义维护本阶级的利益[13]109-112。而以

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论”为基础的“生存
小农”论，则强调小农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其生

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非追求利润

的最大化。由于家庭本身就是小农独特的生产组织

体系，小农的经营状况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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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波动[14]41-58。斯科特基于东南亚小农社会的考察

指出，小农的生存伦理植根于经济实践中，农民更

关注“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15]1-12。换

句话说，农民的经济行为植根于农业社会的道德伦

理而非经济理性。与“生存小农”论相对，以舒尔

茨和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论者则强调，小

农的经济行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西方资本农场

主有着同样的经济理性逻辑，他们的行为遵循成本

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原则，而非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

观[16,17]。“理性小农”论者认为，小农也是理性投

资者，会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选择。 
基于以上三种论断，黄宗智认为中国小农是

“综合小农”，即同时存在“阶级小农”“生存小农”

和“理性小农”的面向[18]1-7。然而在国家提出促进

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背景下，我们对于小农

生产行为的研究重心，迫切需要从对行为性质的关

注转向对行为发展指向的关注上来[19]。所谓发展指

向，即意味着小农的生产虽然以家庭为单位，但仍

有可能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并指导下一阶段的生

产和发展。这种发展指向，也意味着小农生产行为

本身外部性的无可回避，这是小农生产过程中潜藏

的社会性的一面。小农生产行为的发展，毕竟要在

小农社会当中展开。 
为了把握中国小农生产行为的社会面向，在一

些研究中“道义经济”范式被进一步演绎为从“伦理

本位”出发而“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家族集

体主义[20]和整体主义[21]的行为逻辑；而“阶级小农”

和“理性小农”范式则被置于“差序格局”这一社会

结构之下与农民的“自我主义”一同阐释[22]24-30。由

此，对中国小农行为之社会面向的研究，就基本被

转化为对小农在行为和意识中如何处理集体利益

与个体利益之关系的研究。以此为主要线索，既有

研究将中国社会简化为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改

革开放以来的三个典型时期，梳理小农生产行为中

集体主义意识与个体主义意识的权重关系在这三

个时期中的差异，并将该研究内容谓之为“农民行

为逻辑的变迁”[23]。 
上述研究范式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其实仅仅

关注的是小农生产行为目标的利益属性，即小农究

竟是为实现个体利益还是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行动。

然而，“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并不等同于小

农行为逻辑的全部，“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

并不能用来理解“小农行为方式的逻辑”，因为“小

农生产行为方式的逻辑”并不是由“小农生产行为

目的的逻辑”所决定的。特别是在分田到户使农民

的农业生产从社会主义集体中脱身出来之后，用

“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来代替对小农生产行

为方式逻辑的解释，对于小农的生产行为选择和特

征其实是缺乏解释力的，因为“小农生产行为目的

的逻辑”无法回答小农对生产行为方式的选择问

题。比如，“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无法解释

基于个体利益的小农仍有可能形成互助合作，但这

些小农却又有可能拒绝采用能够提升个体利益的

农业技术。 
要言之，我们必须在小农生产行为目的之外，

寻找对小农生产行为方式的恰当把握。因为小农生

产行为方式本身，所显示的就是小农对固有农业技

术的操弄方式，而这正是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

的瞄准目标。明确了小农生产行为方式，也就明确

了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的瞄准目标。 
那么，如何把握普通农业型地区小农的生产行

为方式？笔者认为，应着眼于小农生产本身潜藏的

“社会性”，同时，应意识到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小

农是“社会性小农”②[24,25]。 
小农生产“社会性”的表现方式并不局限于“生

产合作”这一点上，即使小农生产的过程并不是以

与其他小农进行合作生产的方式展开的，但小农生

产本身也一定是“社会性”的。这是因为，小农生

产并非单个农户家庭在抽离村庄社会的封闭空间

中独自展开。从空间上看，分田到户以来所形成的

“零细分散错圃制”，使得小农之间的土地插花分

布、相互高度嵌入。从时间上看，虽然农作参差期

赋予了小农生产以时间弹性，使小农的生产合作成

为可能，但这种参差性毕竟有时间上的限度。尤其

在全年适合种植、多种作物轮作周期衔接紧密的地

区，农业生产的快节奏化更使得农作参差期不断受

到压缩，小农之间在每个农作操作阶段的同时性则

愈加明显。 
由此可见，单个小农家庭的生产是在与其他小

农家庭生产的相互参照与时空的高度嵌连状态中

展开的。所谓小农生产的“社会性”，其本质特征

就在于“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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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时间”，这也正是小农生产行为方式所依循

的基本逻辑。 

三、“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

的型构 

W镇及其所辖农村皆属于普通农业型地区，面积
共计 148.51平方公里，人口 4.1万人，镇政府所在地
距县城 20 公里。当地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水量充
沛、日照充足，适宜常年种植各种农作物，是农技推

广服务开展的典型地区。区域内极少发现组织化或企

业化的农业生产。本文包括访谈资料在内的经验材料

皆来源于笔者在W镇所做的质性调查。 
水稻和糖蔗是 W 镇主要的农作物。从事农技

推广服务工作的乡镇干部表示，在当地推广抛秧和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并不顺利，许多经验丰富的农民

根本看不起或者不相信入村推广农技的年轻人，更

不会听从或主动寻求来自这些乡镇干部的生产技

术建议，似乎村庄内部存在着一个阻挡农业新技术

进入田间地头的结构性力量。事实上，这些乡镇干

部感受到的结构性力量，正是来源于“在与他人的

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时间”的小农

的“社会性”——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小农生产虽然
以家庭为单位展开，但其生产过程却并不处于孤立

状态，而是浸入村庄社会之中，与他人的生产活动

勾连在一起。因此，“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

术③的使用形成型构。围绕小农的水稻和糖蔗种植，

我们发现“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形

成以下三种典型的型构。 
首先，种植水稻的小农会相互比较水稻的细密

度和齐整度等种植状态，这导致小农会选择并强化

能够实现细密齐整状态的水稻栽种技术的使用。当

然，将水稻的细密度和齐整度作为比较对象，与“社

会性小农”从日常生产和生活经验中所获得的“知

识库存”有着密切联系。在生产阶段小农无法确实

估计产量，但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小农的种植行为

之所以呈现出一种保持种植细密度和齐整度的趋

向，是因为他们认为“越细密、越齐整，则产量越

高”。根据笔者在 W 镇的调查，小农在进行社会性

的生产比较时，往往在生产状态与收获状态之间预

先建立心理关联，这种心理关联首先通过单纯的视

觉进行信息输入，然后通过直觉思维对视觉信息进

行加工，并想象这种加工的有效性。在生产环节中，

作物种植的细密度和齐整度，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通

过直观的视觉加以获得的外在特征。在小农的直觉

思维中，细密度直接隐喻着收获的“细密”，预示着

丰足的产量。而齐整度，则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秩序

感。在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的自然气候和天气变动

面前，小农生产向来充满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 W
镇，这一点则表现为经常性的洪涝灾害。追求安定

的小农，对无序、随机和不可掌控的自然表现出本

能性的抵触和厌恶，因为无序、随机和不受控制几

乎就暗示着天灾的降临。文化程度普遍未及高中的

小农，当然无法科学分析细密度与齐整度背后的科

学依据。他们只是依据自身的生产经验，通过相互

比较而产生的“社会性”不断确证着这种用直觉思

维建立起来的心理关联。基于此，社会性小农逐渐

将作物种植的细密度和齐整度作为判断农户是否勤

快的社会象征。W 镇下辖的农村属于拥有主导姓氏

的宗族性村庄，村民们聚族而居，形成血缘与地缘

的结合体。村民通过祭祖和添丁，将自身的存在与

祖先的历史和宗族的未来勾连在一起，从而建立起

自身对宗族和村庄的身份认同。与男性相比，女性

在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中发挥着更为基础的角色。

男性的活动会影响到家庭和农业的发展，但女性的

活动则直接关系到家庭和农业根基的稳固和平稳状

态的维持。作用的基础性，意味着作用的持续性和

长期性。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基础性角色使之往往

“在地里过一天，自己带吃的，自家干完，又去打

小工”（20190517韦 JL）④。为了在夫家立足，嫁入

村庄的女性之间会形成一种暗自较劲的竞争，这也

正是女性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负责插秧的女性必

须通过插秧的细密和齐整，证明自己的勤快以及对

丈夫参与社会交际和人情建构的支持。 
其次，小农之间还会相互比较水稻耕整、播种

和收割等生产环节的时间。以自然生物为操控对象

的农业生产固然有其自然时间节律，但自然时间对

于社会性小农而言只是框定出了一个粗略的时间

区间，具体的农作时间则是由在相互比较中所形成

的社会时间所规定。所谓社会时间，即是小农在相

互比较和协调之后达成一致的不成文的农作行动

时间规划，它是对自然时间的集体加工和操作化。

耕整、播种和收割等活动，因其无组织、无共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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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特征，而可被归入小农的“集体行为”⑤[26,27]

一类。在 W 镇所辖村庄，诸如耕整、播种和收割

等活动的展开，都以服务于个体小农的利益为目

标，并不存在产生“集体”想象的空间。但即便如

此，并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小农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

益，进行着一致的集体行动。如果从发生学的视角

看，小农在生产过程中这些看似一致的社会行动状

态，其实是起初与大多数农户的行为不相一致的少

数小农逐渐扩散其行为影响的结果。笔者将与大多

数农户的行为不相一致的少数小农逐渐扩散其行

为影响，最后使大多数农户在行为上相继趋同于少

数小农的方式，概括为“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

在“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方式中，大多数农户会

选择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达成与少数小农在行为

上的一致。那些无组织、无共同目标的集体行为，

在达成一致的状态之前，基本都经历了被动协同的

过程。比如，在耕整环节，承包地远离交通路的大

多数农户，不得不与承包地靠近交通路的少数农户

在时间上保持一致；在收割方面，由于机械化服务

更偏好于以相邻成片的农田为服务对象，种植面积

分散的农户为了方便雇请收割机，也不得不在时间

上与种植面积大的农户保持一致。上述小农集体行

为的形成过程，都发生在所谓农作参差期中。农作

参差期表现为一个生产环节所应进行的时间区间，

大部分农户都能大概说出农作参差期的底线时间。

农作参差期的自然时间，会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产

生差异。而由当地农户亲口说出的农作参差期，都

是社会性小农在长期生产的相互比较中历史地形

成的社会时间。历史传统给予农作参差期以正当

性，并赋予劳动力投入与产量之间以因果关联。此

外，由于小农生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小农在相

互比较中达成生产作业的同步，有利于分散生产风

险，获得安心感。因为一旦某农户的水稻收割虽仍

处于农作参差期中，但若迟于大部分小农收割的平

均日期，则该农户的水稻就将成为牛、鸟和老鼠集

中采食的对象（20190523 曾 X）。 
第三，种植糖蔗等经济作物的小农之间，会在

相互比较中隐藏技术的特殊性。对农业新技术的采

用，意味着在村庄中“冒尖”，而这在普通农业型

地区的保守村庄中是极为忌讳的行为。因此，“社

会性小农”本身有阻碍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变迁的一

面。在以 W 镇为代表的宗族性地区的小农社会，

甚至兄弟之间也不会相互交流农业技术，当地村民

说“两兄弟都不懂你用什么我用什么”。但外嫁的

姐妹与兄弟交流较多，甚至告诉兄弟更能挣钱的作

物品种，向兄弟详细介绍种植的成本和方法。一个

刚刚学种新经济作物品种的农户，是无法从周围长

期种植该经济作物的农户那里学到经验与技术的。

作物长势稍差的农户若问作物长势较好的农户何

以如此，作物长势较好的农户“表面上是会讲大家

都懂的一般道理，但是核心、特殊的东西不讲”，

或者说“我和你都是用的同样技术和肥料，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而他早已在农药和肥料用完后就将

一切能表征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包装袋烧掉了

（20190529 何 ZR）。那么，兄弟之间、农户之间
故意隐藏技术的特殊性，是否因为宗族性地区的兄

弟之间和农户之间处于激烈的经济竞争状态呢？

其实并非如此。与在不断处理婆媳关系、妯娌关系

的过程中始终隐忍而抱持危机意识和在与其他女

性的比较中经常带有急切的攀比心的女性不同，宗

族内的男性之间则不存在太强的竞争意识。在宗族

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中，男性因作为主要收入来

源而掌握经济权，因作为血缘认同的承载主体而掌

握宗族内的话语权，也作为资源整合和动员的对象

而在分家中参与基于父权的统筹过程。父子一体的

伦理观，统合并产生了兄弟一体的伦理秩序。在父

代的整合作用下，兄弟之间会形成经济上的互助连

带关系。在兄弟中有人在教育、婚姻、生活等家庭

发展方面产生需求时，其他兄弟将会给予经济上的

援助。在当地的伦理观念看来，能力强大的儿子就

应该为联合家庭付出。依靠父代权威保证的兄弟合

力和相互帮扶，起到了扶弱济贫的作用。能力强大

的儿子的强回馈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

小家庭的发展能力，但却使子代小家庭间的差距不

会过于悬殊，并在村庄内宣示着兄弟间的团结。兄

弟间若不团结，将遭到村庄舆论的嘲笑。丈夫对大

家庭整体安排的服从，以及竞争意识的淡漠，就压

制了妻子之间的竞争，使其始终处于不外显、不伤

害他人利益的克制状态。另外，在宗族性村庄中，

某个家庭比其他家庭在经济层面更具有竞争性并

不能使其成为“有面子的人”。相反，“有钱不为村

里做事，就没有面子”（20190524 陈 NT）。一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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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集体对个人奉献行为期待的村民，就会被村庄

定义为“有面子的人”。也就是说，村庄内的普通

农户之间没有必要在经济生产方面展开竞争。其

实，兄弟之间、农户之间故意隐藏技术的特殊性，

并不是基于竞争心理。恰恰相反，其行为逻辑在于

通过在社会性的比较过程中显示与他者的“一致

性”，从而回避小农生产中出现社会性竞争。 
从以上社会性小农行为逻辑的具体表现中，我

们可以总结出社会性小农行为方式的最大特点：就

是在与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定位和调整自己的

生产行为；在无组织的、自发的相互比较中，追求

可视化的表面一致，回避对“特殊”的真实展现。

在小农的行为逻辑中，“特殊”就意味着社会性孤

立，就意味着独自承担风险，以及对家族和村庄社

会整合关系的破坏，甚至遭受村庄舆论的批判。而

小农生产中所展现的“一致”现象，并非出于整体

设计或集体协商。种植状态、种植时间的趋近一致，

以及交流中对种植技术一致的强调，都是社会性小

农在经年累月的相互比较和自我调整中，无组织地

自发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技巧。 

四、“社会性小农”与农技推广服务的适

配困境 

“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

其实反映出农业生产技术并非处于一种纯粹中立、

价值无涉状态。农业生产技术本身具有政治性，因

此农业生产技术本质上是对社会条件的反映，技术

的物质性存在本身就包含特定的政治关系[28]。我们

不能忽视农业生产技术普及过程中社会选择的重

要性，农民是否采用特定的技术或何种技术、选择

如何具体设计和安排现有的技术，与农民的“社会

性”紧密相关。那么，我们考察农技推广服务对小

农生产意味着什么，其实也就是考察农技推广服务

及其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与“社会性小农”及其

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是否适配，归根结底，即是考

察小农社会对现代农业新技术作何反应。 
事实上，从 W 镇所辖村庄的实践经验来看，农

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或

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

严重梗阻，“社会性小农”与农技推广服务之间出现

适配困境。以 W 镇所辖村庄的经验为例，本文将这

种适配困境总结为以下四对关系。 
（1）直觉思维、伦理关联与科学思维、科学

关联的适配困境。在社会性小农的行为逻辑中，直

觉思维构建了水稻细密度、齐整度与产量之间的因

果关联，并将细密度和齐整度视为农户“勤快”的

表征，使作物的种植样态具有了引发村庄社会评价

的功能。然而，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用阳光照射、

通风等科学变量来解释种植样态与产量之间的因

果关联。这样的解释颠覆了以细密和齐整为优的价

值序列，并为抛荒技术的推广做好了理论铺垫。抛

秧技术直接在视觉上冲击了小农生产对细密度和

齐整度的追求，同时也从劳动时间和劳动投入量上

冲击了小农对“勤快”和“辛苦”的价值认知。与

工业技术推广相比，农业技术确证有效的自然周期

更长。在社会性小农的行为逻辑中，农业生产方式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直接可以通过直觉思维和与

村庄中他者的比较而自我定位、自我确证的。虽然

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从科学角度重建了农业生产

中若干要素间的关联，冲击了社会性小农的行为秩

序和价值结构，但还无法立即用可视化的经验事实

证明其对社会性小农造成冲击的正当性。如果农技

推广和农技服务无法用经验事实说明新技术的有

效性，社会性小农将不会主动放弃其固有的行为秩

序和价值结构。要使小农亲眼确证和信服新技术的

优越性，就必须经过若干生产周期。 
（2）风险规避优先与效率提升优先的适配困

境。社会性小农在长期生产的相互比较中历史地形

成了农作参差期，生产行为无组织地自发趋近于一

致，也有助于分散生产风险、对接自发的农业机械

化。然而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则往往从提高个体农

户的生产效率着眼，打破在生产活动中实践已久的

农作参差期和生产节律，使小农的社会性存在瓦解

的可能。因效率提高而改变播种、收割时间，进而

变得特殊的少数小农，也有可能聚集生产风险，放

大小农的孤立感和不安。 
（3）消极保守与积极革新的适配困境。农技

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一方面比普通的农民

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能够深入解释和解决病虫害

导致的作物生长问题；另一方面，又比农业院校出

身的高学历人才了解更多当地的特殊病虫害，拥有

更多实地工作经验。在实地工作中，病虫害不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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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域特殊性，而且也在随着农药的引入和升级而

发生变化，“你有更好的药出来，就有更厉害的病

菌出来”（20190529 何 ZR）。因此，不仅靠书本知
识无法解决实地工作中的问题，就是靠社会性小农

在长期生产的相互比较中历史地形成的经验，也同

样无法应对持续出现的新问题。正是由于农业技术

需要在实践中时常更新，政府也会组织农技推广和

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到各地不断学习，他们也会经

常到各地的田间地头走动，不断更新自己的经验。

但社会性小农往往只看到肉眼可见的病症，然后将

该病症与既往的案例或他人的案例进行比较，从回

避特殊性且有限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经验中寻求解

决方案。特别是一些对同一种作物已有数十年种植

经验的农户，他们更相信从社会关系和历史经验中

找到的解决方案。即使他们自己找到的方案并没有

明显效果，他们也还是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在农技

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看来，这些农户正是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一群人（20190529 何ZR）。 
（4）农资依赖与自主选择的适配困境。农技

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并不会强制农户采用

新技术。是否采用新技术，归根结底都是小农的自

主选择。政府只是用入村宣传或赶集时在街上摆摊

发放宣传单并讲解的方式引导小农更新生产技术，

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各村指导小农防治

病虫害也都是免费服务。当然，卖农药的农资店也

会指导购买农药的小农如何治理病虫害。但是据镇

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卖农药的农资店出

于盈利考量，经常有意不会告诉小农有效且根本的

防治方法，也不会主动教农户最合适的打药时间。

这是因为，如果农户掌握了主动预防病虫害的方

法，农药的销售量就会大受影响。从这一点来看，

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技服务工作与农资店存在一

定的利益冲突。W 镇农业服务中心在农技服务方

面，日常性的工作就是瓜菜病虫害的抽测。工作人

员会到农田中采样，预报病虫害，并上报信息，张

贴宣传报，并究问农户作物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

指导。其指导的重点不是病虫害的治理，而是病虫

害的预防。自分田到户以来，普通农业型村庄中经

验丰富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对农资的依赖度显著

增加。为了缩短生产周期、减少劳动投入、增加产

量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农户投入大量农药、化

肥等现代要素，进而出现为市场而生产和自家人而

生产的“一家两制”现象[29]。相比之下，柔性的农

技推广显得软弱无力。 

五、“社会性小农”环境下现代农业新技

术的突围空间 

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出现适配困境，

其背后即是现代农业新技术与“社会性小农”自发

选择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有效衔接的困境。在此背

景之下，带着供给现代农业新技术之使命的农技推

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本身，从小

农生产或小农社会性的外围寻求突围。W镇的农技
推广服务实践，凭此找到了使现代农业新技术与

“社会性小农”相衔接的有效方式，为“社会性小

农”环境下现代农业新技术突围提供了经验支撑。

以下根据W镇的实践经验，对此分别展开论述。 
1．利用干部带动和示范寻求突围 
在村民眼中，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不是普通的民

众，其身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意志，因此其

行动具有超越小农社会性文化网络约束的正当性。

在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村干部的带动和示

范，能够起到从“社会性小农”的外围打开局面的

作用。 
W 镇农业服务中心每年到管辖范围内的每个

村委推广农业技术。1999 年，W 镇开始推广旱地

育秧技术。该技术将使作物生长错开易产生洪涝的

时期，避免水稻空穗。但旱地育秧技术会使秧苗看

起来像枯萎的小草，直接对小农的直觉思维和心理

造成冲击。另外，由于春节过后气温尚低，当地的

小农通常要到春分的三月二十一日左右才开始播

种。而旱地育秧技术要求把播种时间提前一个月，

在春节前后就要开始播种。小农们因此都纷纷怀疑

谷种是否能够存活，并指责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在“瞎指挥”。 
2002 年，W 镇又开始推广抛秧技术。小农又

开始对抛秧表示出集体怀疑，都认为抛秧会造成产

量减少。农业服务中心决定通过村干部带头做示

范，用一个生产周期向小农展示旱地育秧的可行性

和优势。抛秧技术使插秧效率从一天达不到 1亩的
状态提升到一天完成 2~3亩，抛秧的秧苗状态也打
破了小农对插秧细密度和齐整度的惯性思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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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宣说抛秧可以使水稻产量达

到每亩 500公斤，比插秧多 100多公斤，但村民都
觉得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疯子”（20190523 
曾 X）。农业服务中心就找村干部和镇政府的临时
工做示范，镇党委书记也对他们“拍胸脯说，你不

得吃，我陪你损失”（20190523 曾 X）。因为镇党
委书记做出了保证，作为下级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更需要保证示范田的成功，以致他们经常去了

解示范田的田间管理，每个环节他们都需要亲自参

与。在 W 镇，抛秧技术推广了 2 年左右，才逐渐
被当地小农所接受。 
村干部的示范，用提高的产量塑造了劳动力减

省、时间变动的正当性，重塑了小农在生产环节中

惯有的直觉思维和社会评价标准，证明了打破历史

传统的可行性，化解了新技术不确定性的疑虑。此

时，社会性小农需要在相互比较中确认和调整自身

行为，不但不再阻碍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反而使

现代农业技术在当地社会表现出“以点带面”的扩

散特征。 
2．借用小农家庭发展观寻求突围 
小农家庭的消费性选择相对区别于处在相互

影响的整体氛围之中的生产性选择。农业机械作为

一种现代农业新技术，表现较为特殊，因为其能否

推广很大程度上关涉小农家庭发展观，而非小农生

产的社会性特征。虽然用途仍是生产，但多数小农

在认知中倾向于将农业机械的购置定位为一种消

费性选择，其购置农业机械的心理状态和条件契机

与购置家电等生活消费品并无二致。对于小农而

言，农业机械并非缺乏需求弹性的生产必需品。在

W 镇这样的所辖村庄在村人口比例较高的小农社

会，并没有自发形成普遍的农机雇佣经营市场，其

原因与当地小农包括家庭目标、消费观念和代际责

任观在内的家庭发展观紧密相关。 
从农户实现家庭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来看，在W

镇下辖的大部分村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急切地追

求城市化的期待，村庄整体呈现出内向型发展的价

值面向。这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有直

接关系。由于广西的气候常年适宜种植多种经济作

物，村内人均耕地面积大，村民通过种植经济作物

就能获得相当于务工收入的农业剩余。再加上距离

广东省较近，附近的乡镇也有制衣厂、电子厂、缫

丝厂、洗涤厂，村民务工兼业从 1990 年代就开始
兴起，本地务工也使“离土不离乡”成为可能。此

外，宗族的统合力量，也使村民与村庄事务产生紧

密的意义连带，并具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预期。宗族

的存在，也使村民缺少主动冒险的动力，在心理上

依赖宗族的保护。大部分父代的学历仅达初中毕

业，不高的学历也限制了他们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

立足之处。又由于村内对宅基地缺少行政管控和规

划，村民可在其承包的旱地上随意建房，整个村庄

和临近地域的生产系统就能够满足大部分农户的

家庭再生产需求，使得进城生活的价值和必要性并

不能得到突显。 
而从农户在家庭积累方面的表现来看，村庄同

时呈现出家庭积累能力较强和家庭积累目标分散

这两个特点。一些妇女在抚养小孩的同时，还会务

农、在附近打零工，而青年男性外出务工。这样的

复合家计模式，提高了家庭积累能力。与此同时，

由于婚姻成本低，以及可能产生于婚姻压力、城市

化压力、教育压力的家庭再生产压力不大，代际资

源在使用和配置上相对独立，父代对子代资助不

多，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压力不大。再加上村庄内

人情往来相对较少，所需人情开支金额不大，消费

不高，家庭攒钱积累的动力并不强，使得家庭并不

具有明确的发展性目标。当地家庭积累耗散于以改

善生活或小农生产为目标的细小琐碎的生活性消

费或者暂时的需求。需要聚焦和整合家庭资源的目

标缺失，以及恰好能够支撑消费的收入水平，使农

户不用考虑为积攒财富而回避即时消费，寻找其他

降低成本的替代性方案。 
同时，在 W 镇所辖村庄中，父代意识中对子

代责任的终结具有清晰的时间点。父代意识中的人

生任务终结的时间点，就是父代对子代不再负有责

任和义务、父代对子代必须做的全部事项都已完成

的时间点。父代对在子女结婚后开始自己相对自主

独立的生活怀有期待。在子代都已结婚之后，父代

就已完成人生任务，并开始转向代际独立的生活。

而子代养老的义务观，与父代追求代际独立的生活

观相重叠，就使得老年人在渡过老年的生活方式上

存在可以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村民所言：“我们没

钱就给他们讲，有钱就不用找他们。不会觉得为他

们增加负担。他们 2、3 年前就叫我们别干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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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我能干就干，在家里坐着不好意思，能干的时

候，让女儿和儿子给钱，也不好意思。我不能坐在

家里。干活死不了人，还身体好，吃饭多，不得病。”

（20190521 黄 CH） 
家庭积累目标的分散，以及父代在人生任务完

成后向代际独立的转化，为小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

普及预备了条件。W镇农业服务中心正是借用了当
地小农这样的家庭发展观，使目前插秧机在 W 镇

的普及度已达 60%。插秧机能在半小时之内完成 1
亩地的作业，每台的价格为 6000~8000元，并且小
农在购买时还能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由于插秧机使

插秧间隔较为稀疏，阳光照射和通风条件使水稻长

势更好，插秧机能够使水稻亩产量比抛秧提高 75
公斤左右。插秧机能够节省劳动力，满足种植面积

10亩以上的小农特别是仍想种地的老年人的需求。
52岁的农户陈某，从外出务工的本生产队农户那里
租了 2 亩旱地、4 亩水田，并于 2019 年买了价值
7000多元的插秧机。据他说，村里农户有钱就买插
秧机，本生产队有一半农户都购置了插秧机

（20190524 陈 NT）。 
3．针对边缘生产者的点对点指导形成突围 
在W镇下辖的 69个自然村中，农业剩余普遍

较多，小农是村庄农业生产的主体。与资本下乡排

斥政府的农业服务体系不同，在相互比较中隐藏技

术的特殊性的社会中，广泛种植西瓜、香瓜、木薯、

糖料蔗、沃柑等各类经济作物但经验尚浅的边缘小

农生产者，特别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技术指导。在

经济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一旦某个环节错过了最佳

时间，就会导致整片作物全军覆没。因此与“撞了

南墙也不回头”、自诩经验丰富的社会性小农相比，

W镇农业服务中心将那些游走在小农社会边缘、对
“社会性小农”的某些特征深感无奈的农户定位为

供给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对象。 
W 镇农业服务中心对接农户以提供农技服务

的方式，可以概括为“点对点指导”。具体而言，

又有如下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农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对接村委、开设课堂教学点的方式。农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到村委的课堂教学点讲课，

村委会通知种植大户来上课，而其他农户就会跟着

种植大户一起来到课堂。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

根据该村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品种，确定每次在课

堂的教学内容。 
第二种形式是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

话或微信指导单个农户的方式。由于社会性小农不

会相互交流技术，种植经验尚浅的农户在遇到种植

问题时，就会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农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W镇的大部分种植经验尚浅的农民都认识
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农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每天都会接到这些农民通过电话或微信而来

的咨询。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经验也不

够，同一个问题经常会反反复复询问若干次，而且

还容易忘记，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遍

又一遍地进行讲解。 
第三种形式是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亲自

进入瓜果种植较多的农村，到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

指导小农种植经济作物。在通过电话和微信指导仍

然无法说清问题时，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免

费到农民的承包地里进行现场指导。在某一种作物

的种植户较多的情况下，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一旦进入某一户农家的田地，身边就会立即聚拢其

他同样种植该作物的农户。在指导完其中的一个农

户之后，其他农户又会争相邀请农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也去自己的田地看一看。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戏称自己的工作是“阳光工作”：“我们天天晒太

阳。这些农户，好像你不进他们家的地就不增产一

样。他们又不舍得拔一颗下来送过来给你看，你就

必须到处走。”（20190529 何 ZR） 
当然，点对点指导并不能有效对接那些自认为种

植经验丰富的“老手”。这类农民已经成为成熟的“社

会性小农”，他们务农时间较长，年龄也较大，很少

去询问较为年轻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要言之，在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型乡镇，农业

服务中心通过利用干部的带动和示范、借用家庭发

展观引导、针对边缘生产者展开点对点指导，从“社

会性小农”的外围突破，利用“分类治理”的思维，

有效撬动了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衔接。 

六、结  语 

从事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的农业服务中心的

一线人员对小农生产行为特征的最大评价就是“保

守”。具体而言，小农行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保

守”主要表现为不轻易接受新技术、不相互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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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自己的独特经验。在展开农技推广与农技服务

之前，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小农行为“保守”的生成

机制，即小农究竟为何做出看上去显得“保守”的

行为选择。本文所要重点强调的是，小农行为的“保

守”是小农生产的社会性所塑造出来的。“社会性

小农”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与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

中定位和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这种相互比较，使

小农生产相互牵制，导致了小农行为的“保守”。

之所以小农看重生产的相互比较，其原因可归结为

如下几方面： 

其一，小农在多变的自然环境中需要寻求风险

共担机制。在长年累月的相互调整和摸索中形成的

规律能够为小农生产带来稳定感和节律感，其背后

则是小农心理上的安全感。从相互比较中产生的社

会性，帮助小农通过趋近于一致的生产行动和无需

繁复科学理论的直观思维，获得了对自然节律和因

果关系的掌控感。 

其二，小农生产高度嵌连在村庄社会潜在的竞

争文化观念当中，换句话说，即高度嵌入村庄的社

会角色认同构造和家庭分工之中。小农的相互比

较，赋予了农业生产以表征人品、家格的象征性意

涵，成为村庄舆论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有效环节。

而在广西平原地区的宗族性村庄中，小农生产也成

为嫁入男系宗族的妇女之间开展“勤快竞争”的舞

台，和努力支持丈夫在外务工并参与村庄公共活动

的契机。 

其三，小农生产也同时高度嵌连在村庄社会潜在

的反竞争文化观念当中。也就是说，小农的相互比较，

不仅可能是为了社会区分和社会竞争，同时也能反映

社会整合的一面。通过在社会性的比较过程中显示与

他者的“一致性”，在兄弟之间、农户之间故意隐藏

自身技术的特殊性，就能回避小农生产中出现社会性

竞争，从而发挥维护社会整合的作用。 
忽视“社会性小农”的生产行为逻辑，将有可

能降低农技推广与农技服务的有效性，无助于改变

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衔接不良状态。这是因

为在生产风险、村庄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强势支配

下，追求稳定和社会认可度的小农在面对新技术对

固有生产秩序、生产观念和生产经验所可能造成的

冲击时，并不会轻易相信和接受新技术。农业技术

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小农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方

案是社会环境型塑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需要从

“社会性小农”的外围寻求突破，充分运用“分类治

理”的思维，将干部、种植经验尚浅的边缘生产者从

“小农”群体中分离出来，同时顺应村民的家庭发展

观，引导村民的农业机械消费。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

用，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家庭积累目标的

分散以及父代在人生任务完成后向代际独立的转化，

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

技术与小农生产的衔接预备了空间。对于现代农业技

术推广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方面的普通农业型

地区，这些经验将成为解答现代农业如何衔接小农生

产的有益参考。 

注释： 

① 普通农业型村庄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其特点在于工

商资本缺乏、土地流转困难、集中居住并不能带来耕地

的集中，小农生产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② 徐勇曾提出“社会化小农”这一概念，用以强调个体小

农与“社会化”大分工网络之间的嵌入关系。但该概念

未涉及小农生产结构，无助于审视小农生产的运行逻辑。

由此，杜鹏立足于小农生产结构，提出了“社会性小农”

的概念，用来概括小农生产过程中农户之间互助协作、

形成自发秩序的动力和潜力。在杜鹏的研究中，“社会性

小农”虽然强调了小农生产的社会性，但基本强调的是

小农进行社会协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笔者受杜鹏研究

的启发，直接沿用“社会性小农”这一概念，但试图对

小农生产“社会性”的内涵进行重新阐释。 

③ “农业生产技术”包括长久以来社会性小农所选择使用

的传统农业技术。“现代农业新技术”仅仅是“农业生产

技术”的一类，而“农技推广服务”的任务是供给“现

代农业新技术”。 

④ 本文对访谈材料的编码信息规则为：年月日、姓、名的

拼音首字母。 

⑤ 在西方集体行动理论中，根据组织化程度的不同，社会

行为从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到革命，可以组

成一个发展谱系。其中，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处于最无组织性的一端，并且是自发而不可

预测的，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则是为了

共同利益或计划所作出的协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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